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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深度嵌入地方社会结构的非正式网络ꎬ 宗族文化在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发挥

着重要而复杂的作用ꎮ 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ꎬ 强调企业在社会网

络中的关系与位置如何塑造其行为ꎬ 但相对忽视了企业经济行动背后的文化与认知动机ꎮ 基

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 年中国 Ａ 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ꎬ 本文从文化嵌入与社会网络互动视角出发ꎬ 利

用地区宗族文化强度的异质性ꎬ 实证检验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非线性作用ꎬ 并探讨在不同类

型网络嵌入背景下的调节机制ꎮ 研究发现: (１)随着宗族嵌入强度上升ꎬ 内群体网络带来的信

任与资源协同等正向收益呈边际递减ꎬ 而由认知封闭与路径依赖导致的负外部性边际递增ꎬ
宗族嵌入对创新投入的总体影响呈倒 Ｕ 形ꎮ (２)作为正式制度嵌入ꎬ 政府补贴为企业提供互补

性的制度资源ꎬ 在前期与宗族嵌入的正向作用产生协同ꎬ 放大其促进效应ꎻ 在后期则加剧其

认知封闭与路径依赖的约束效应ꎬ 从而强化倒 Ｕ 形作用ꎮ (３)作为网络结构嵌入ꎬ 董事网络接

近中心度为企业提供替代性信息与资源通道ꎬ 稀释宗族嵌入的正向作用ꎬ 同时路径依赖与认

知锁定效应仍然存在ꎬ 使边际递减更早出现ꎬ 导致倒 Ｕ 形曲线的转折点向左移动ꎮ 由此ꎬ 本

文拓展了文化嵌入对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ꎬ 回应了社会网络研究中的文化转向ꎬ 进一步揭示

了文化嵌入与多元关系网络在互动中如何共同塑造企业创新决策ꎮ 政策上ꎬ 政府应充分考量

本地文化土壤与社会结构特征ꎬ 在适度嵌入条件下ꎬ 宗族文化可转化为促进企业协作的治理资

源ꎻ 同时ꎬ 应引导企业完善现代治理与管理机制ꎬ 推动其在开放协作中持续释放创新潜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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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与技术变革加剧的背景下ꎬ 企业创新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ꎮ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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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正式制度层面的因素ꎬ 如法律法规、 产权保护和政策规制ꎬ 或外部环境中的技术

变革等因素ꎬ 以探讨它们对企业创新的外部驱动作用(Ｕｓａ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ꎻ Ｖｉａｒｄｏ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ꎮ 关于

非正式制度ꎬ 特别是文化因素在塑造企业创新行为中的作用ꎬ 相关文献在理论框架和机制层面仍缺

乏充分探索(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作为一种历史延续性且根植于血缘关系的社会文化现象ꎬ 宗族文化

在许多新兴市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ꎮ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马拉维、 坦桑尼亚和乌干达ꎬ 以

及亚洲的日本、 韩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等国家ꎬ 宗族文化普遍在社会信任构建、 资源配置和社会秩

序维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Ｇｒｅｉｆ ａｎｄ 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ꎬ ２０１７ꎻ Ｐｅｎｇꎬ ２００４)ꎮ 因此ꎬ 宗族文化在新兴市场对企

业创新的影响ꎬ 值得深入探讨ꎮ
然而ꎬ 宗族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并非始终一致ꎮ 在民营企业占主体的新兴经济体中ꎬ 宗族网

络尤其被视为缓解融资约束、 增强信任互惠与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非正式制度资源ꎬ 促进资源流动

与创新合作(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４ꎻ 董静等ꎬ ２０１９)ꎮ 与此同时ꎬ 部分研究指出ꎬ 宗族强调保守取向、 等级

秩序与风险规避ꎬ 可能削弱市场化激励机制ꎬ 降低企业的创新投入与技术进取意愿(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ꎻ 薛胜昔等ꎬ ２０２１)ꎮ 尽管已有研究揭示了宗族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双重效应ꎬ 但多数研究将其视

为线性变量ꎬ 忽视了宗族嵌入强度的变化所带来的边际效应差异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现有文献缺乏在

同一理论框架下对宗族嵌入的双刃剑效应进行深入探讨ꎬ 也未能充分分析其在不同情境下的调节

效应ꎮ
中国是一个正式制度同构而文化结构异质的国家ꎬ 不同地区企业所面临的宗族嵌入环境及其作

用机制可能存在显著差异(Ｚｈａｎｇꎬ ２０２０)ꎮ 基于此ꎬ 本文提出“宗族嵌入”概念ꎬ 界定为区域层面的文

化嵌入ꎬ 强调经济行为嵌入文化、 风俗与社会规范等非经济场域ꎬ 并据此系统考察地区宗族强度如

何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ꎮ 本文认为ꎬ 宗族嵌入通过共享的意义、 身份与规范塑造个体和组织的注意

力分配与价值判断ꎬ 进而形成关系紧密但相对封闭的互动网络ꎮ 这就导致资源激励与认知约束的双

重影响同时存在ꎬ 最终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ꎮ 进一步ꎬ 考虑到企业并非仅嵌入单一地域与文化情境ꎬ
也同时嵌入多种制度环境与社会关系网络ꎬ 在相同的文化和认知嵌入背景下ꎬ 组织仍会因经验、 能

力与所处网络类型的差异而采取不同行动ꎮ 本文从组织层面的多重嵌入出发ꎬ 引入正式制度嵌入与

网络结构嵌入ꎬ 用于识别区域宗族文化嵌入作用的边界条件与调节机制ꎮ 围绕这一研究设计ꎬ 本文

聚焦以下核心问题: (１)地区宗族文化嵌入强度是否以非线性方式影响本地企业的创新投入? (２)这
种非线性关系背后的资源激励与认知约束机制如何运作? (３)组织层面的正式制度嵌入与网络结构嵌

入是否会强化或削弱地区宗族文化嵌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综上ꎬ 本研究基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ꎬ 探讨了

地区宗族强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倒 Ｕ 形效应ꎬ 并验证了其边界条件ꎬ 同时在进一步分析中揭示了潜

在的机制ꎮ 具体而言ꎬ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ꎬ 引入区域文化嵌入的差异性视角ꎬ
突破将国家文化视为单一背景的假设ꎬ 揭示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异质影响ꎮ 第

二ꎬ 立足文化嵌入性的视角ꎬ 提出宗族嵌入概念并识别其非线性机制ꎬ 发现宗族文化在不同嵌入程

度下呈现资源红利与认知锁定结合的倒 Ｕ 形效应ꎬ 表明宗族嵌入在适度水平下可提升创新投入ꎬ 而

在过度嵌入后则带来认知锁定与路径依赖ꎬ 拓展了文化嵌入对企业战略行为的解释力ꎮ 第三ꎬ 在多

维嵌入框架下ꎬ 将政府补贴与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分别视为正式制度嵌入与网络结构嵌入的代表ꎬ
识别其对宗族文化作用机制的调节效应ꎬ 进一步揭示文化逻辑在多重关系网络中如何被激活、 放大

或抑制ꎬ 丰富了文化与网络相互构成和动态边界的理论理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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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理论与假设

２􀆰 １　 嵌入性视角与创新

嵌入性视角强调ꎬ 经济行动并非发生于真空ꎬ 而是深深嵌入由社会关系、 规范与制度等非经济

要素构成的治理场域(Ｐｏｈｌａｎｙｉꎬ １９４４)ꎮ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指出ꎬ 行为者嵌入于运转中的真实的社会

网络系统ꎬ 人际互动产生的信任是影响资源调动和获取的基础ꎮ 这种嵌入又分为关系性嵌入和结构

性嵌入ꎬ 前者是指基于互动历史和互惠预期而产生的双向关系ꎬ 侧重对关系质量与强度进行刻画ꎻ
后者是指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ꎬ 主要关注企业作为网络节点在社会网络中所处位置的情况ꎮ

在现有研究中ꎬ 网络嵌入对创新影响的研究存在相互对立的观点ꎮ 从关系嵌入的角度来说ꎬ 促进机

制认为ꎬ 关系嵌入能够促进隐性知识流动、 获得互补性资源并降低交易成本ꎬ 从而促进企业创新ꎻ 而抑

制机制则认为ꎬ 关系嵌入会增加企业的信息筛选成本、 信息泄露风险和知识同质化ꎬ 进而负向影响企业

创新(Ｂｏ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ꎻ 安琪等ꎬ ２０２５)ꎮ 从结构嵌入的角度来说ꎬ 促进机制认为ꎬ 结构嵌入通过整合

各种异质资源促进企业创新ꎻ 而抑制机制则指出ꎬ 过度的结构嵌入可能不利于信息的吸收与转化ꎬ 并导

致创新惰性(赵炎等ꎬ ２０２３ꎻ Ａｈｕｊａꎬ ２０００)ꎮ 因此ꎬ 尽管嵌入有助于获取潜在的宝贵资源ꎬ 但存在一个

最佳阈值ꎬ 超过该阈值后ꎬ 额外的社会关系可能降低资源交换的效率和价值ꎮ
尽管上述论点强调了社会网络嵌入中关系和位置的重要性ꎬ 且通常假定网络成员的互动是自由

且不受限制的ꎬ 但这些研究往往忽视了非市场因素对交换可能产生的影响和限制(Ｕｚｚｉꎬ １９９７)ꎮ 特

定节点背后的非经济制度(如家庭、 宗教、 政府)和文化ꎬ 可能对主体之间关系的形成与作用机制产

生深远影响(Ｗｕ ａｎｄ Ｐｕｌｌｍａｎꎬ ２０１５)ꎮ 本文强调ꎬ 文化嵌入通过共享的意义、 身份与规范塑造个体和

组织的注意力分配与价值判断ꎬ 进而影响社会网络互动的关系和结构特征ꎬ 最终影响人际互动和市

场交易的决策(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ꎮ 因此ꎬ 经济组织的行动意愿和行动能力不仅取决于局部关系的持续

性及其在整体网络中的位置ꎬ 还深受文化环境中共同意义、 信念和规范的长期影响ꎮ 本文将宗族文

化界定为区域层面的文化嵌入ꎬ 探讨其背后的文化逻辑如何影响企业的社会网络互动特征ꎬ 进而影

响创新投入ꎮ

２􀆰 ２　 宗族文化

宗族通常是由共同祖先的父系血统延伸而来的家族共同体ꎬ 成员通过稳定的亲缘纽带构成具有

身份认同的社会组织(Ｇｒｅｉｆ ａｎｄ 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ꎬ ２０１７ꎻ Ｐｅｎｇꎬ ２００４)ꎮ 在传统社会中ꎬ 宗族不仅是亲属关系

的延续ꎬ 更是人们参与社会交往、 获取资源和维系秩序的重要非正式网络ꎬ 其功能远超“家庭单位”ꎬ
而是在地方治理与经济生活中扮演关键角色ꎮ 正如波兰尼所指出ꎬ 经济活动始终嵌入特定的社会与

文化结构ꎬ 文化规范、 社会义务与信任关系对经济行为具有基础性约束与激励作用 ( Ｐｏｈｌａｎｙｉꎬ
１９４４)ꎮ 再分配与互惠型交换等嵌入机制进一步揭示了文化在经济实践中的制度性功能(Ｄｅｑｕｅｃｈꎬ
２００３)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经济决策并非仅仅基于市场逻辑ꎬ 而更多地受到社会关系、 文化价值观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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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考量的影响ꎮ
具体来说ꎬ 宗族文化的核心特征可概括为三点: 首先ꎬ 短半径信任ꎮ 传统宗族社会中ꎬ 族人通

常集中居住于地缘邻近区域ꎬ 形成以血缘为基础的信任边界ꎮ 群体认同与身份划分促使人们对群体

内成员建立更强的信任偏好ꎬ 宗族观念强化了地区内部的熟人信任机制ꎬ 成为替代正式制度信任的

重要来源(Ｐｅｎｇꎬ ２００４)ꎮ 其次ꎬ 资源聚集机制ꎮ 宗族组织通过成员捐资积聚资源ꎬ 设立祠堂、 义庄

等集体资产ꎬ 组织祭祖等日常集体活动ꎬ 并严格限制其对外流失ꎮ 这种共有财产制度有助于在族内

实现资源的共享与统筹ꎬ 降低对外部金融与市场机制的依赖ꎬ 为族人尤其是企业主提供关键性支持

(Ｂｏｉｓｏ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ꎬ １９９６)ꎮ 最后ꎬ 互惠与忠诚规范ꎮ 宗族通过族谱编纂和伦理规约强化成员的血缘认

同与行为一致性ꎬ 建立以忠诚与荣誉为核心的道德体系ꎬ 提升组织凝聚力与行为可控性ꎮ 个人凭借

其在集体中的特定地位对彼此负有相互义务ꎮ 一旦成员违反宗族规范ꎬ 往往会受到集体排斥乃至被

逐出宗族ꎬ 形成强有力的内在约束机制(Ａｌｅｓｉｎａ ａｎｄ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ꎬ ２０１５)ꎮ
在这一道德驱动的制度中ꎬ 个体的社会义务具有终生稳定性ꎬ 强化了对非正式网络的依赖ꎬ 也

为风险应对与交易安全提供保障ꎮ 长期共处与频繁互动亦促使不同宗族通过通婚、 交易等建立跨氏

族关系ꎬ 形成以声誉为核心的区域性道德秩序ꎮ 在此背景下ꎬ 宗族规范不仅在内部稳定运作ꎬ 还延

伸至市场与社会交往领域ꎬ 并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塑造本地行为模式(Ｍｉｎｂａｅｖ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ꎮ
基于上述讨论ꎬ 本文提出“宗族嵌入”概念ꎬ 将宗族文化视为根植于地方社会结构的制度化文化

逻辑ꎮ 在宗族文化适度嵌入的阶段ꎬ 短半径信任、 资源聚集机制以及互惠与忠诚规范等认知和情感

特点推动内群体成员之间更紧密地联系ꎬ 增强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合作ꎬ 形成强关系网络ꎮ 在这

种网络中ꎬ 成员之间的互动和资源共享显著减少了对外部资源和正式制度的依赖ꎬ 强化了内群体的

凝聚力ꎮ 同时ꎬ 随着宗族嵌入强度的上升ꎬ 这种强调对内群体的归属感、 高度集体主义意识以及基

于互惠和身份认同的资源分配的认知和行为逻辑会逐渐固化ꎬ 企业往往优先与族内成员进行互动ꎬ
较少涉足外部市场和社会网络ꎬ 从而形成较为封闭的社会关系结构ꎮ

２􀆰 ３　 地区宗族强度与本地民营企业创新投入

在新兴经济体中ꎬ 正式制度往往不完善ꎬ 法律执行与产权保护不足ꎬ 导致民营企业难以依赖正

式渠道获得资源与制度保障(潘越等ꎬ ２０１６)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民营企业的运营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本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ꎮ 例如ꎬ 中国约 ７０％的民营企业为家族企业ꎬ 其经营行为深受血

缘和亲属网络影响(Ｚｈａｎｇꎬ ２０２０)ꎮ 民营企业的供应链网络、 内部人力资本和外部社区利益相关者的

互动ꎬ 也常受到地理接近性和地方性文化的影响ꎮ 因此ꎬ 宗族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嵌入ꎬ 成为企

业获取资源、 维持信任与降低不确定性的替代性制度支撑ꎮ
适度的宗族嵌入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的能力ꎮ 一方面ꎬ 强关系的宗族网络可以为企业提供内部

独有的土地、 信息、 资本等稀缺资源ꎬ 缓解正式市场要素获取劣势(Ｇｒｅｉｆ ａｎｄ 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ꎬ ２０１７ꎻ 董静

等ꎬ ２０１９)ꎮ 另一方面ꎬ 宗族内部的集体认同与道德约束机制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 约束机会主义行

为ꎬ 既能强化契约履行又能提升合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ꎬ 从而激励技术创新和组织协作(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ꎻ 王金波ꎬ ２０１３)ꎮ 随着宗族嵌入程度的上升ꎬ 这些信任与资源红利逐步累积ꎬ 但其边际收

益会随之递减ꎮ 当宗族网络内部资源的利用达到边际饱和时ꎬ 企业所能获得的新增资源和制度便利

将变得有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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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嵌入程度加深ꎬ 由资源准入与分配规则以及奖惩结构所塑造的认知和行为逻辑会逐步固化ꎮ
因为人们往往将内部资源交换视为更有价值ꎬ 而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又依赖于特定的惯常认知、 办事

流程与互补性资产ꎮ 一方面ꎬ 宗族文化所强化的差序格局可能导致信任与资源过度集中于特定群体ꎬ
企业因过度依赖宗族资源和关系网络ꎬ 容易转向关系寻租ꎬ 扭曲资源配置逻辑ꎬ 削弱对市场机制的

响应能力(戴治勇等ꎬ ２０２４)ꎮ 另一方面ꎬ 宗族网络中以熟人关系为主的排他性结构ꎬ 虽然在初期有

助于吸收隐性知识ꎬ 但从长期来看却限制企业通过弱连接获取异质性资源的能力ꎬ 抑制跨群体的知

识共享与自由流动ꎬ 阻碍新知识获取与创新要素的跨界融合(薛胜昔等ꎬ ２０２１)ꎮ 在高嵌入情境下ꎬ
宗族文化带来的认知惯性、 资源错配和创新惰性不断累积ꎬ 边际成本持续递增ꎬ 最终反向侵蚀企业

的创新能力与转型意愿ꎮ
综上ꎬ 宗族文化通过“社会资本积累”与“结构性认知制约”双重机制对企业创新产生非线性影

响ꎮ 适度嵌入阶段ꎬ 宗族网络可有效弥补制度缺位ꎬ 带来一定程度的信任与资源红利ꎻ 而在过度嵌

入阶段ꎬ 认知惯性与路径依赖等问题显著加剧ꎬ 导致创新的边际成本上升ꎮ 由此ꎬ 提出假设:

２􀆰 ４　 政府补贴与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的调节作用

Ｈ１: 地区宗族强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存在倒 Ｕ 形关系ꎮ
既有研究表明ꎬ 组织通常同时嵌入多种情境ꎬ 因此纳入多层次的嵌入性视角是必要的ꎮ 在相同

的文化和认知嵌入背景下ꎬ 组织仍会因经验、 能力与所处网络类型的差异而采取不同行动ꎮ 由此ꎬ
宗族嵌入对创新的作用具有情境依赖性: 既受到企业与正式制度环境关系的影响ꎬ 也取决于其在其

他网络中的位置与连接样态(Ｚｕｋｉｎ ａｎｄ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ꎬ １９９０)ꎮ 基于此ꎬ 本文从组织层面的多重嵌入出发ꎬ
引入正式制度嵌入与网络结构嵌入作为边界条件与调节机制ꎻ 前者以政府补贴强度为代理变量ꎬ 后

者以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为代理变量ꎬ 用以检验企业层面不同嵌入维度如何共同影响宗族嵌入对创

新影响的方向与强度ꎮ
２􀆰 ４􀆰 １　 政府补贴的调节作用

行为主体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权力结构会系统性塑造其行为边界和动机ꎮ 企业与政府部门、 行业

协会等正式制度网络的反复互动会形成高强度的正式制度嵌入ꎬ 这些资源在商业与政治场域之间充

当桥梁ꎬ 跨场域连接提升影响力ꎬ 促进正式资源的可得性ꎮ 因此ꎬ 本文认为ꎬ 政府补贴作为一种补

充性制度支持ꎬ 将同时放大宗族嵌入带来的资源提供的正向激励与认知惯性的负向约束ꎬ 使地区宗

族强度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倒 Ｕ 形关系更加陡峭ꎮ
作为企业创新的关键外部行动者ꎬ 政府通过财政补贴、 税收减免与产业引导等正式制度安排ꎬ

不仅传递政策导向与合法性信号ꎬ 亦提供资金支持与制度性兜底(Ｍａｔｅｕｔꎬ ２０１８)ꎮ 在适度嵌入宗族

文化阶段ꎬ 政府提供的制度保障ꎬ 如研发补贴、 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ꎬ 与宗族网络的私人资源和信

任机制形成互补作用ꎬ 从而提升宗族网络的社会资本向创新投入的转化效率ꎬ 同时也缓解了宗族资

源边际递减的负面效应ꎮ 这样ꎬ 企业在应对创新投入中的高风险与长周期问题时ꎬ 能够享有更大的

资源弹性与激励效应ꎬ 进一步推动创新投入(龚红和刘宇珊ꎬ ２０２１)ꎮ
然而ꎬ 制度资源的注入也可能强化认知固化和资源配置扭曲ꎮ 当企业深度依赖宗族网络的非正

式资源同时又获得政府补贴时ꎬ 其战略重心可能从市场导向转向非市场资源的攫取ꎮ 宗族网络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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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工具化用于争取行政资源和维系政府关系ꎬ 这加剧了企业对关系性资源的依赖ꎬ 并削弱了其对市

场信号和技术创新的响应能力及投入意愿(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ａｎꎬ ２０１８)ꎮ 此时ꎬ 宗族嵌入原本存在的认知

固化和资源配置偏向性等问题被进一步放大ꎬ 导致创新投入的边际成本迅速上升ꎮ 综上ꎬ 本文提出

如下假设:
Ｈ２: 政府补贴比例正向调节地区宗族强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倒 Ｕ 形关系ꎬ 即在政府补贴水

平较高的企业中ꎬ 该倒 Ｕ 形关系更为陡峭ꎮ

２􀆰 ４􀆰 ２　 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的调节作用

连锁董事网络作为一种基于跨企业董事兼任关系构建的关系网络ꎬ 已成为企业治理外部非正式

关系并从中获取、 整合创新资源的重要渠道ꎮ 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衡量的是企业董事会成员在董事

网络中与其他董事接触的容易程度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 占据董事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通常具备更强的

信息传递与资源整合效率(魏乐等ꎬ ２０１２)ꎮ 在资源稀缺与制度空缺的情境下ꎬ 这种结构嵌入性为企

业获取信息、 资源和外部信任支持提供了关键路径ꎮ
在适度嵌入宗族文化阶段ꎬ 企业依赖宗族网络获取信任、 互助与协调等非正式资源ꎬ 以支持创

新投入ꎮ 然而ꎬ 随着跨组织董事兼任关系的扩展ꎬ 企业能够更便捷地从市场和其他企业获取关键资

源、 信息和技术ꎬ 进一步多元化其资源来源(Ｃ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Ｗｕꎬ ２０２１)ꎮ 当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逐渐提

高时ꎬ 董事网络提供的替代性资源通道将有效降低企业对宗族网络的依赖ꎮ 这种市场资源获取效率

的提升逐渐削弱了宗族网络带来的正向资源激励作用ꎮ
然而ꎬ 随着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的增加ꎬ 宗族嵌入带来的认知固化与排外性特征依然存在ꎮ 已

有研究表明ꎬ 网络成员之间的高频互动会导致企业接收到的知识趋同ꎬ 难以形成新颖性或跨界整合

(Ｓｈｒｏｐｓｈｉｒｅꎬ ２０１０)ꎮ 当企业处于网络中心时ꎬ 由于节点企业更容易接触网络内的其他董事ꎬ 宗族嵌

入固有的认知锁定和排外性机制使其更容易陷入既定的关系网络ꎬ 知识和资源同质化现象更加严重ꎬ
进一步限制了企业从外部获取异质性资源和创新思想的意愿ꎬ 最终抑制了创新投入ꎮ

因此ꎬ 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削弱了宗族嵌入在资源提供方面的正向作用ꎬ 同时高嵌入状态下的

认知锁定和路径依赖仍然存在ꎮ 当企业的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较高时ꎬ 负向机制整体上更为突出ꎬ
导致企业整体创新活跃度下降ꎬ 倒 Ｕ 形关系的转折点更早出现ꎮ 由此提出假设:

Ｈ３: 对于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较高的企业来说ꎬ 地区宗族强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倒 Ｕ 形关

系的转折点更早出现ꎮ

３􀆰 研究设计

３􀆰 １　 样本与数据

中国为研究文化嵌入与多元网络提供了独特而丰富的情境ꎬ 基于此研究背景ꎬ 本文的数据来源

与变量构造如下ꎮ 初始样本包括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

业ꎮ 一方面ꎬ 民营企业在资源获取与制度支持方面对非正式制度的依赖更强ꎬ 宗族文化对其经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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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与创新活动的影响更为显著ꎻ 另一方面ꎬ 民营企业在战略决策上具有较高自主性ꎬ 其创新行为能

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宗族嵌入的激励与约束效应ꎮ 为避免新冠疫情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干扰ꎬ 选取 ２０１９
年作为样本期终止年份ꎮ 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市场与会计研究(ＣＳＭＡＲ)数据库ꎬ 涵盖了高管团

队个体层面变量、 公司层面变量以及行业层面变量ꎮ 地区宗族强度由各地市保存的族谱数量衡量ꎬ
相关数据来源于上海图书馆 ２００８ 年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ꎬ 并由研究者手工整理获得ꎮ 样本处理过

程中ꎬ 剔除了金融与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ꎬ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标记为“特别处理”(ＳＴ 与∗ＳＴ)的观测

值ꎮ 进一步删除缺失关键变量的观测值后ꎬ 最终获得包含 １０４８ 家企业、 共计 ６９５８ 个公司￣年份观测

值的研究样本ꎮ

３􀆰 ２　 变量测量

３􀆰 ２􀆰 １　 因变量: 企业创新投入(ＲＤ)

本文因变量采用研发投入强度度量ꎬ 即公司研发投入金额与本期主营业务收入之比(李常青等ꎬ
２０１８ꎻ 罗宏和秦际栋ꎬ ２０１９)ꎮ 在稳健性检验中ꎬ 使用研发投入金额与总资产之比来衡量ꎮ

３􀆰 ２􀆰 ２　 自变量: 地区宗族强度(Ｃｌａｎ)
本文将企业注册地的宗族文化嵌入程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ꎬ 采用地区家谱数量作为其代理指标ꎬ

并按当地人口规模进行归一化处理(Ｇｒｅｉｆ ａｎｄ 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ꎬ ２０１７ꎻ Ｚｈａｎｇꎬ ２０２０ꎻ 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４)ꎮ 家谱

数据来源于上海图书馆于 ２００８ 年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ꎬ 该目录共收录来自全国 ３８４２９ 个氏族的约

５１２００ 份家谱文献ꎬ 是目前中国最系统、 最完整的家谱资料集ꎮ 为实现地理单位匹配ꎬ 本文手动将家

谱编纂地与当前城市行政区划进行对应ꎬ 并剔除无法有效匹配的观测值ꎮ 鉴于中国人口的大规模流

动主要始于 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ꎬ 本文选取 １９９０ 年的地级市常住人口数据作为归一化基准ꎬ
以准确反映各地宗族文化的嵌入程度ꎮ 最终变量取自然对数ꎬ 以缓解数据的偏态分布并提升回归模

型的拟合质量ꎮ
３􀆰 ２􀆰 ３　 调节变量

政府补贴变量(ＧｏｖＳｕｂ)来自企业年度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的“政府补助”明细ꎬ 按当期政府补助

总额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进行标准化处理ꎮ
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由国泰安数据库提供的企业董事兼职信息构建ꎮ 该指标由一位

董事与网络中其他董事之间平均最短路径距离的倒数衡量ꎬ 反映其在信息传播与资源调动中的效率ꎮ
本文使用 Ｐａｊｅｋ 软件计算接近中心度ꎬ 其公式如下(Ｌａｒｃｋ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ｉ ＝ (ｎ － １)
∑ｎ

ｊ ＝ １
ｄ( ｉꎬ ｊ)

其中ꎬ 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ｉ 表示董事 ｉ 的网络接近中心度ꎬ ｄ( ｉꎬ ｊ)为董事 ｉ 与董事 ｊ 之间的路径距离ꎬ ｎ 为

该年度公司网络中除董事 ｉ 外的所有董事总数ꎮ 将公司全部董事的接近中心度得分取平均值ꎬ 作为公

司层面的董事网络中心度指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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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４　 控制变量

为增强模型的解释力与稳健性ꎬ 本文引入多维控制变量ꎬ 包括企业、 行业与城市层面变量ꎮ 首

先ꎬ 在企业层面ꎬ 本文控制了多项被广泛证实与创新活动相关的企业特征变量ꎬ 包括企业年龄

(ＦｉｒｍＡｇｅ)、 企业规模(Ｓｉｚｅ)、 资产回报率(ＲＯＡ)、 资产负债率(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经营现金流(Ｃａｓｈｆｌｏｗ)
以及海外出口强度(Ｅｘｐｏｒｔ)、 政治关联(Ｇｏｖｃｏｎ)ꎬ 以捕捉企业的资源基础与成长阶段对创新的可能

影响ꎮ 此外ꎬ 还控制了公司治理结构相关变量ꎬ 如董事会规模(Ｂｏａｒｄ)、 独立董事占比(ＩｎｄｉｒＲａｔｉｏ)ꎬ
以反映内部治理机制对创新决策的制约ꎮ 其次ꎬ 在行业层面ꎬ 引入了行业竞争强度(ＨＨＩ)作为控制

变量ꎮ 竞争越激烈ꎬ 企业面临的创新压力越大ꎬ 激励也越强ꎮ 最后ꎬ 在地区层面ꎬ 考虑了所在城市

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制度环境ꎬ 具体包括: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ＰｅｒＧＤＰ)以及企业总部所在省份的市场

化指数(Ｍａｒｋｅｔ)ꎬ 该指数来源于国家经济研究所发布的省级市场化指数ꎮ 为进一步控制制度与宏观

层面的系统性差异ꎬ 模型纳入了年度固定效应(Ｙｅａｒ)、 行业固定效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与省份固定效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ꎮ 考虑到变量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可能滞后性ꎬ 主要解释变量均采用一期滞后值ꎮ 所有变量

定义与计算方式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变量定义表

变 量 名 称 变量符号 变 量 定 义

企业创新投入 ＲＤ 研发支出 /主营业务收入

地区宗族强度 Ｃｌａｎ 企业注册地家谱数量按人口归一化后取自然对数

政府补贴 ＧｏｖＳｕｂ 政府补助总额 /主营业务收入

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董事与网络中其他董事之间平均最短路径距离的倒数

企业年龄 ＦｉｒｍＡｇｅ 企业成立以来的年数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企业总资产的对数

资产回报率 ＲＯＡ 期末净利润 /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总负债 /总资产

经营现金流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总资产

海外出口强度 Ｅｘｐｏｒｔ 海外收入 /企业总收入

政治关联 Ｇｏｖｃｏｎ 董事长或总经理曾担任政府职务ꎬ 编码为 １ꎬ 否则为 ０
董事会规模 Ｂｏａｒｄ 企业董事会成员总数

独立董事占比 ＩｎｄｉｒＲａｔｉｏ 独立董事人数 /董事会总人数

行业竞争强度 ＨＨＩ １－赫芬达尔指数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ＰｅｒＧＤＰ 地级市人均 ＧＤＰ 的自然对数

市场化水平 Ｍａｒｋｅｔ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发布的省级市场化指数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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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地区宗族强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倒 Ｕ 形关系ꎬ 构建基本模型如式(１)所示:
ＲＤｉｔ ＝ α ＋ β １Ｃｌａｎｉ ＋ β ２Ｃｌａｎ２

ｉ ＋ ∑φＭ × Ｃｌａｎ ＋ ∑θＭ × Ｃｌａｎ２ ＋ ∑Ｍ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ε ｉｔ (１)

其中ꎬ ＲＤｉｔ 代表企业 ｉ 在 ｔ 期的创新投入ꎬ Ｃｌａｎｉ 代表企业 ｉ 注册所在地的宗族文化强度ꎬ Ｍ 表示

调节变量ꎬ 包括政府补贴和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ꎬ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ꎬ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ａ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分别表示行业、 年份、 省份固定效应ꎬ εｉｔ表示误差项ꎮ 其中ꎬ β１ 和 β２ 是本研究主效应关注

的关键估计系数ꎬ 如果相关估计结果满足以下三个条件ꎬ 则说明 ＲＤｉｔ 和 Ｃｌａｎｉ 之间可能存在倒 Ｕ 形函

数关系(Ｈａａｎ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１)β２ 显著小于 ０ꎻ (２)－β１ / ２β２ 落在 Ｃｌａｎｉ 的取值范围内ꎻ (３)在 Ｃｌａｎｉ

的取值范围的左右两个端点处分别具有正斜率和负斜率ꎮ 此外ꎬ 本研究的调节效应主要关注的系数

为 φ 和 θꎬ 它们共同反映了Ｍ 对倒 Ｕ 形关系的影响方向与程度ꎮ 其中ꎬ φ 捕捉Ｍ×Ｃｌａｎ 的线性交互作

用ꎬ θ 则表示 Ｍ×Ｃｌａｎ２ 对曲率的调节(即是否使曲线更平缓或更陡峭)ꎮ 若两者之一显著ꎬ 则可认为

调节变量对主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ꎮ

３􀆰 ４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 ２ 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相关性分析矩阵ꎮ 大多数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低于

０􀆰 ７ꎬ 未超过多重共线性可能产生的经验阈值ꎬ 表明变量间相关性整体可控ꎮ 企业创新投入(ＲＤ)的
均值为 ２􀆰 ３３４ꎬ 标准差为 １􀆰 ８０２ꎬ 最小值为 ０ꎬ 最大值为 １０􀆰 １４８ꎬ 显示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存在显著

差异ꎮ 地区宗族强度(Ｃｌａｎ)的均值为 ３􀆰 ８１９ꎬ 标准差为 １􀆰 ３９１ꎬ 最小值为 ０ꎬ 最大值为 ６􀆰 ８１４ꎬ 表明企

业注册地的宗族强度在地区间存在一定差异ꎬ 宗族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力并不一致ꎮ 此外ꎬ 本研

究采用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检验多重共线性问题ꎬ 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 ＶＩＦ 值均小于 １０ꎬ 最大值为

１􀆰 ７６ꎬ 平均值为 １􀆰 ３２ꎬ 说明多重共线性不构成实质性威胁ꎮ

３􀆰 ５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３ 展示了对假设 Ｈ１ 的检验结果ꎬ 其中模型 １ 包括所有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ꎬ 模型 ２ 增加了地

区宗族强度的一次项ꎬ 模型 ３ 进一步增加了地区宗族强度的二次项ꎮ 如模型 ２ 所示ꎬ 地区宗族强度

与创新投入之间的线性关系不显著(β＝ －０􀆰 ０４８ꎬ ｐ>０􀆰 １)ꎬ 但在模型 ３ 中加入二次项后ꎬ 地区宗族强

度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 β１ ＝ ０􀆰 ３３２ꎬ ｐ ＝ ０􀆰 ０２１)ꎬ 且其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 β２ ＝ － ０􀆰 ０４９ꎬ ｐ ＝
０􀆰 ００４)ꎬ 显示出倒 Ｕ 形关系ꎮ 同时函数的转折点(－β１ / ２β２)为 ３􀆰 ３８５ꎬ 位于地区宗族强度的取值范围

内[０ꎬ ６􀆰 ８１４]ꎮ 此外ꎬ Ｕ￣ｔｅｓｔ 检验结果( ｔ ＝ ２􀆰 ３３ꎬ ｐ<０􀆰 ０１)拒绝了线性或正 Ｕ 形的原假设ꎬ 表明地区

宗族强度与创新投入之间在样本取值范围内呈现显著的倒 Ｕ 形关系ꎮ 该检验综合考虑了函数的二次

项显著性、 转折点位置以及两端点处的斜率方向ꎬ 验证了假设 Ｈ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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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表 ３ 模型 ４ꎬ 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是ꎬ 政府补贴与地区宗族强度平方项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

为负(β＝ －２􀆰 ０２０ꎬ ｐ＝ ０􀆰 ０２５)ꎮ 本研究按照政府补贴的中位数划分子样本ꎬ 开展了分组回归ꎮ 表 ４ 模

型 １ 展示了低政府补贴的回归结果ꎬ 地区宗族强度与企业创新投入无明显倒 Ｕ 形关系(β１ ＝ ０􀆰 １７３ꎬ
ｐ＝ ０􀆰 ３２９ꎻ β２ ＝ －０􀆰 ０２６ꎬ ｐ＝ ０􀆰 １９３ꎻ Ｕ￣ｔｅｓｔ: ｔ ＝ ０􀆰 ９８ꎬ ｐ ＝ ０􀆰 １６５)ꎮ 相反ꎬ 模型 ２ 展示了高政府补贴子

样本的回归结果ꎬ 地区宗族强度与企业创新投入呈显著的倒 Ｕ 形关系(β１ ＝ ０􀆰 ３５４ꎬ ｐ ＝ ０􀆰 ０７０ꎻ β２ ＝
－０􀆰 ０５７ꎬ ｐ＝ ０􀆰 ０１２ꎻ 转折点＝ ３􀆰 ０７８ꎻ Ｕ￣ｔｅｓｔ: ｔ ＝ １􀆰 ８３ꎬ ｐ ＝ ０􀆰 ０３５)ꎮ 图 １ 展示了分组回归的函数图像ꎬ
将协变量取值设定为各自的均值ꎬ 从而绘制了地区宗族强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偏效应函数曲线ꎮ 从

图中可以明显看出ꎬ 低政府补贴的函数曲线更为平坦ꎬ 而当政府补贴较高时ꎬ 倒 Ｕ 形效果更为明显ꎬ
与假设 Ｈ２ 一致ꎮ

根据表 ３ 模型 ５ꎬ 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是ꎬ 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与地区宗族强度平方项之间的交

互作用边缘显著(β＝ －０􀆰 ４７２ꎬ ｐ＝ ０􀆰 ０６８)ꎮ 本研究按照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的中位数划分子样本ꎬ 开

展了分组回归ꎮ 表 ４ 模型 ３ 展示了低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的子样本回归结果ꎬ 可见地区宗族强度对

创新投入的影响呈倒 Ｕ 形函数关系(β１ ＝ ０􀆰 ３２０ꎬ ｐ ＝ ０􀆰 ０８１ꎻ β２ ＝ －０􀆰 ０４６ꎬ ｐ ＝ ０􀆰 ０３３ꎻ 转折点 ＝ ３􀆰 ５０７ꎻ
Ｕ￣ｔｅｓｔ: ｔ＝ １􀆰 ７６ꎬ ｐ＝ ０􀆰 ０４０)ꎮ 模型 ４ 展示了高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的子样本回归结果ꎬ 地区宗族强度

对创新投入的倒 Ｕ 形影响更为明显ꎬ 且转折点左移(β１ ＝ ０􀆰 ２８１ꎬ ｐ ＝ ０􀆰 ０９８ꎻ β２ ＝ －０􀆰 ０４８ꎬ ｐ ＝ ０􀆰 ０１９ꎻ
转折点＝ ２􀆰 ９５３ꎻ Ｕ￣ｔｅｓｔ: ｔ＝ １􀆰 ６７ꎬ ｐ＝ ０􀆰 ０４８)ꎮ 图 ２ 展示了分组回归的函数图像ꎮ 从图中可以明显发

现ꎬ 与低中心度组相比ꎬ 高中心度组的转折点向左移动ꎬ 表明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使得宗族强度对

创新投入的边际正向效应更早转负ꎬ 这与假设 Ｈ３ 是一致的ꎮ
最后ꎬ 本研究还开展了纳入所有交互项的全模型回归ꎬ 结果见表 ３ 模型 ６ꎬ 可见交互项的方向与

显著性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ꎬ 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Ｈ２ 与假设 Ｈ３ꎮ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Ｃｌａｎ －０􀆰 ０４８ ０􀆰 ３３２∗∗ ０􀆰 ３２６∗∗ ０􀆰 ３０８∗∗ ０􀆰 ３０１∗∗

(０􀆰 ０４１) (０􀆰 １４２) (０􀆰 １４０) (０􀆰 １４１) (０􀆰 １３８)

Ｃｌａｎ２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Ｃｌａｎ×ＧｏｖＳｕｂ １５􀆰 ５１５∗∗ １５􀆰 ５６５∗∗

(７􀆰 ８３９) (７􀆰 ８５０)

Ｃｌａｎ２×ＧｏｖＳｕｂ －２􀆰 ０２０∗∗ －２􀆰 ０３３∗∗

(０􀆰 ８９４) (０􀆰 ９００)

Ｃｌａ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３􀆰 ９３９∗∗ ３􀆰 ９９０∗∗

(１􀆰 ８９４) (１􀆰 ８５９)

Ｃｌａｎ２×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０􀆰 ４７２∗ －０􀆰 ４８２∗

(０􀆰 ２５７) (０􀆰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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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ＧｏｖＳｕｂ １２􀆰 ２９５∗∗∗ １２􀆰 １５３∗∗∗ １２􀆰 ３０９∗∗∗ １２􀆰 ８６４∗∗∗ １２􀆰 ３４８∗∗∗ １２􀆰 ８９５∗∗∗

(３􀆰 ０９６) (３􀆰 １２４) (３􀆰 ０８０) (２􀆰 ６７２) (３􀆰 ０８６) (２􀆰 ６７５)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２􀆰 ０１１∗∗∗ １􀆰 ９９１∗∗∗ ２􀆰 ０７４∗∗∗ ２􀆰 ０７７∗∗∗ ２􀆰 ０６１∗∗∗ ２􀆰 ０６２∗∗∗

(０􀆰 ６５２) (０􀆰 ６５４) (０􀆰 ６５７) (０􀆰 ６５１) (０􀆰 ６０５) (０􀆰 ５９７)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 １２１ －０􀆰 １２６ －０􀆰 １２０ －０􀆰 １１３ －０􀆰 １１９ －０􀆰 １１２
(０􀆰 ０８８) (０􀆰 ０８８) (０􀆰 ０８７) (０􀆰 ０８７) (０􀆰 ０８６) (０􀆰 ０８７)

Ｓｉｚｅ －０􀆰 １６７∗∗∗ －０􀆰 １６６∗∗∗ －０􀆰 １６６∗∗∗ －０􀆰 １６７∗∗∗ －０􀆰 １６５∗∗∗ －０􀆰 １６６∗∗∗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３)

ＲＯＡ ４􀆰 ２５６∗∗∗ ４􀆰 ２１９∗∗∗ ４􀆰 １５３∗∗∗ ４􀆰 １１５∗∗∗ ４􀆰 １６６∗∗∗ ４􀆰 １２７∗∗∗

(０􀆰 ６９４) (０􀆰 ６９１) (０􀆰 ６８８) (０􀆰 ６８９) (０􀆰 ６８９) (０􀆰 ６８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 １５１ ０􀆰 １４２ ０􀆰 １３４ ０􀆰 １２６ ０􀆰 １４３ ０􀆰 １３５
(０􀆰 ２１５) (０􀆰 ２１４) (０􀆰 ２１４) (０􀆰 ２１３) (０􀆰 ２１４) (０􀆰 ２１４)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 １􀆰 ６５３∗∗∗ １􀆰 ６６２∗∗∗ １􀆰 ６４６∗∗∗ １􀆰 ６３０∗∗∗ １􀆰 ６６３∗∗∗ １􀆰 ６４７∗∗∗

(０􀆰 ５９４) (０􀆰 ５９４) (０􀆰 ５９３) (０􀆰 ６０１) (０􀆰 ５９１) (０􀆰 ５９９)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１７５) (０􀆰 １７３) (０􀆰 １７０) (０􀆰 １７０) (０􀆰 １６９) (０􀆰 １６９)

Ｇｏｖｃｏｎ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８)

Ｂｏａｒｄ ０􀆰 ３０３ ０􀆰 ２９２ ０􀆰 ２８９ ０􀆰 ２９４ ０􀆰 ２８５ ０􀆰 ２９０
(０􀆰 ２４７) (０􀆰 ２５０) (０􀆰 ２５０) (０􀆰 ２４７) (０􀆰 ２５０) (０􀆰 ２４８)

ＩｎｄｉｒＲａｔｉｏ ０􀆰 ０２６ ０􀆰 ０４２ ０􀆰 ０６１ ０􀆰 ０７２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８
(０􀆰 ６５８) (０􀆰 ６５９) (０􀆰 ６５６) (０􀆰 ６４４) (０􀆰 ６６０) (０􀆰 ６４６)

ＨＨＩ －０􀆰 ２８４ －０􀆰 ２８５ －０􀆰 ２８５ －０􀆰 ２８９ －０􀆰 ２８４ －０􀆰 ２８７
(０􀆰 ２０６) (０􀆰 ２０５) (０􀆰 ２０５) (０􀆰 ２０８) (０􀆰 ２０７) (０􀆰 ２０９)

ＰｅｒＧＤＰ ０􀆰 １７４∗∗∗ ０􀆰 １８５∗∗∗ ０􀆰 １５０∗∗∗ ０􀆰 １４８∗∗∗ ０􀆰 １４９∗∗∗ ０􀆰 １４６∗∗∗

(０􀆰 ０４９)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２)

Ｍａｒｋｅｔ ０􀆰 １０１∗ ０􀆰 ０９８∗ ０􀆰 ０９５∗ ０􀆰 ０９２∗ ０􀆰 ０８８∗ ０􀆰 ０８５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１３０ －１􀆰 １１９ －１􀆰 ２１２ －１􀆰 １６８ －１􀆰 １２１ －１􀆰 ０７５
(１􀆰 ５９８) (１􀆰 ５８３) (１􀆰 ５４３) (１􀆰 ５４３) (１􀆰 ５０９) (１􀆰 ５０９)

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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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９５８ ６９５８ ６９５８ ６９５８ ６９５８ ６９５８

Ａｄｊ Ｒ２ ０􀆰 ３２９ ０􀆰 ３３０ ０􀆰 ３３２ ０􀆰 ３３３ ０􀆰 ３３２ ０􀆰 ３３４
　 　 注: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ꎬ ∗代表 ｐ<０􀆰 １ꎬ ∗∗代表 ｐ<０􀆰 ０５ꎬ ∗∗∗代表 ｐ<０􀆰 ０１ꎬ 后同ꎮ

表 ４ 调节效应分组检验结果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Ｌｏｗ ＧｏｖＳｕｂ Ｈｉｇｈ ＧｏｖＳｕｂ Ｌｏｗ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Ｈｉｇ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Ｃｌａｎ ０􀆰 １７３ ０􀆰 ３５４∗ ０􀆰 ３２０∗ ０􀆰 ２８１∗

(０􀆰 １７７) (０􀆰 １９４) (０􀆰 １８２) (０􀆰 １６９)

Ｃｌａｎ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５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０)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 １９６∗ －０􀆰 ０５７ －０􀆰 １４４ －０􀆰 ０９３
(０􀆰 １１８) (０􀆰 １３１) (０􀆰 １０４) (０􀆰 １３１)

Ｓｉｚｅ －０􀆰 ０９２∗∗ －０􀆰 ２１４∗∗∗ －０􀆰 １７０∗∗∗ －０􀆰 １７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８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７５)

ＲＯＡ ３􀆰 ４２４∗∗∗ ４􀆰 ４１３∗∗∗ ４􀆰 ９３７∗∗∗ ３􀆰 ２４９∗∗∗

(０􀆰 ８２５) (１􀆰 ０１０) (０􀆰 ８９９) (０􀆰 ７９２)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 ２８７ －０􀆰 ０１７ ０􀆰 ２０１ －０􀆰 １４４
(０􀆰 ２３７) (０􀆰 ３９２) (０􀆰 ２４３) (０􀆰 ２４１)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 １􀆰 ７９５∗∗∗ １􀆰 ４６９ １􀆰 ０７３∗∗ ２􀆰 ２２４∗∗

(０􀆰 ４２２) (０􀆰 ９７７) (０􀆰 ５０９) (０􀆰 ８６４)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１２２ －０􀆰 ０９６ －０􀆰 ０８１ －０􀆰 ０２６
(０􀆰 １７１) (０􀆰 ２４２) (０􀆰 １８２) (０􀆰 ２３７)

Ｇｏｖｃｏｎ －０􀆰 ０１２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９７
(０􀆰 ０５７) (０􀆰 １１７) (０􀆰 ０７８) (０􀆰 ０８８)

Ｂｏａｒｄ －０􀆰 １５０ ０􀆰 ７５７∗∗ －０􀆰 ０４５ ０􀆰 ６１９
(０􀆰 ２４２) (０􀆰 ３５７) (０􀆰 ２２９) (０􀆰 ４１７)

ＩｎｄｉｒＲａｔｉｏ －１􀆰 ４１６∗∗ １􀆰 ８４５∗∗ ０􀆰 ３６５ －０􀆰 ０６６
(０􀆰 ６８０) (０􀆰 ８８８) (０􀆰 ６６３) (１􀆰 ０８９)

ＨＨＩ －０􀆰 １８３ －０􀆰 ３５５ －０􀆰 １７２ －０􀆰 ４０４
(０􀆰 ２３７) (０􀆰 ３９７) (０􀆰 ２２６) (０􀆰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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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Ｌｏｗ ＧｏｖＳｕｂ Ｈｉｇｈ ＧｏｖＳｕｂ Ｌｏｗ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Ｈｉｇ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ＰｅｒＧＤＰ ０􀆰 ０５９ ０􀆰 ２８５∗∗∗ ０􀆰 １７０∗∗∗ ０􀆰 １６７∗∗∗

(０􀆰 ０５５) (０􀆰 ０７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０)

Ｍａｒｋｅｔ －０􀆰 ０１６ ０􀆰 ２０１∗∗ ０􀆰 １８０∗∗ －０􀆰 ０３７
(０􀆰 ０６０) (０􀆰 ０９７) (０􀆰 ０７４) (０􀆰 ０８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６１０ －４􀆰 ７２４∗∗ －１􀆰 ４００ －１􀆰 １５９
(１􀆰 ６４７) (２􀆰 ２０８) (１􀆰 ８１３) (２􀆰 ２８１)

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４７９ ３４７９ ３４７９ ３４７９

Ａｄｊ Ｒ２ ０􀆰 ２６６ ０􀆰 ３４３ ０􀆰 ３０２ ０􀆰 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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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政府补贴调节效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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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调节效应示意图

３􀆰 ６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ꎬ 本文从模型形式、 变量测量、 样本结构与控制变量等多个方面进

行了稳健性检验ꎮ 具体结果见表 ５ꎮ
第一ꎬ 替换回归模型ꎮ 由于自变量“地区宗族强度”属于地区层面变量ꎬ 而因变量创新投入为企

业层面变量ꎬ 存在潜在嵌套结构ꎬ 本文采用多层线性混合模型(ｍ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对主回归模型重

新估计ꎬ 并在市级层面设定随机效应ꎬ 以控制地区间的组内相关性ꎮ 表 ５ 模型 １ 结果显示ꎬ 核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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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依然显著ꎬ 支持主效应的稳健性ꎮ
第二ꎬ 替代变量测量ꎮ 将因变量替换为“研发投入占总资产之比”后(表 ５ 模型 ２)ꎬ 核心变量及

其调节项仍呈现显著倒 Ｕ 形关系ꎬ 说明研究结论在不同创新投入测量下依然成立ꎮ 此外ꎬ 针对自变

量的测量ꎬ 家谱度量可能面临一个与编纂时间相关的潜在担忧ꎮ 晚清至民国时期(约 １９１９—１９４９
年)ꎬ 中国经历剧烈的政治与社会变迁ꎬ 一些旨在变革旧有习俗与社会结构的运动可能扰动了各地家

谱的记录与保存ꎮ 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ꎬ 根据 １９１９ 年之前、 １９４９ 年之后编纂的家谱数量ꎬ 重

新衡量了各个地级市的宗族嵌入程度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 宗族的影响力在这些时期保持稳定ꎬ 说明宗

族影响并不依赖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家谱留存(模型 ３ 和模型 ４)ꎮ
第三ꎬ 不同地理子样本分析ꎮ 为避免宗族文化基础薄弱地区的干扰ꎬ 本文剔除了五个自治区(广

西、 内蒙古、 宁夏、 西藏和新疆)的样本ꎮ 这些区域通常具有多元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ꎬ 宗族文化的

制度基础相对较弱ꎮ 剔除后回归结果(表 ５ 模型 ５)仍保持与主分析一致ꎬ 进一步验证了结果的稳定

性ꎮ 此外ꎬ 为缓解超大城市情境带来的选择性聚集与外来流入对宗族嵌入的干扰ꎬ 本文在稳健性检

验中剔除四个直辖市(北京、 天津、 上海、 重庆)ꎮ 直辖市营商环境优越、 资本市场资源集中ꎬ 往往

吸引异常密集的上市企业ꎬ 同时对外来人口与企业的强吸引力可能稀释本地宗族网络强度ꎬ 进而影

响估计ꎮ 剔除后样本量与主数据集相比减少了 １１％ꎮ 回归结果(模型 ６)仍保持与主分析一致ꎬ 表明

主结论并非由直辖市样本驱动ꎮ
第四ꎬ 增加控制变量ꎮ 为控制其他文化差异及社会姓氏结构特征的干扰ꎬ 本文引入了地区儒家

文化强度(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社会信任水平(Ｔｒｕｓｔ)、 城市姓氏数量(Ｓｕｒｎａｍｅｓ＿ｃｉｔｙ)以及前三大姓氏人口比

例(Ｓｕｒｎａｍｅ＿ｔｏｐ３ｐｏｐ)等变量(表 ５ 模型 ７)ꎮ 结果显示ꎬ 主要变量依旧显著ꎬ 验证了模型在控制更多

文化与结构因素后依然稳健ꎮ

表 ５ 稳健性检验结果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Ｃｌａｎ ０􀆰 ２８９∗∗ ０􀆰 ３３１ ０􀆰 ２７６∗∗ ０􀆰 ２０６ ０􀆰 ３８２∗∗ ０􀆰 ３２５∗∗ ０􀆰 ２４６∗

(０􀆰 １４６) (０􀆰 ２２６) (０􀆰 １２０) (０􀆰 １４１) (０􀆰 １５３) (０􀆰 １４４) (０􀆰 １４２)

Ｃｌａｎ２ －０􀆰 ０４０∗∗ －０􀆰 ０５４∗∗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５∗∗ －０􀆰 ０５５∗∗∗ －０􀆰 ０４９∗∗∗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７)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Ｔｒｕｓｔ ０􀆰 ０４１
(０􀆰 ２６０)

Ｓｕｒｎａｍｅｓ＿ｃｉｔ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Ｓｕｒｎａｍｅ＿ｔｏｐ３ｐｏｐ ０􀆰 ８０３
(１􀆰 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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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８７４ －６􀆰 ７２１∗∗ －１􀆰 ２６５ －１􀆰 １３０ －１􀆰 ２３７ －１􀆰 ７９１ １􀆰 １４２
(１􀆰 ４３３) (２􀆰 ６５３) (１􀆰 ５４２) (１􀆰 ５４６) (１􀆰 ５５２) (１􀆰 ４５４) (２􀆰 １０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９５８ ６９５８ ６８３７ ６８８８ ６８８６ ６１６５ ６９３９

Ａｄｊ Ｒ２ ０􀆰 ４５９ ０􀆰 ３３４ ０􀆰 ３３２ ０􀆰 ３２９ ０􀆰 ３００ ０􀆰 ３３４
　 　 注: 混合模型未报告 Ａｄｊ Ｒ２ꎮ

３􀆰 ７　 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重新估计了地区宗族强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ꎬ 以缓解潜在的反向因果

关系与遗漏变量偏误ꎮ 具体而言ꎬ 在第一阶段使用工具变量及其平方项预测企业所在地区的宗族文

化强度及其平方项ꎬ 在第二阶段以这两个预测值替代基准回归中的内生变量ꎮ 本文选取企业注册地

到历史上朱熹讲授宗族教义的三所书院的最短地理距离作为工具变量(Ｄｉｓｔ)ꎮ 朱熹是塑造中国宗族组

织的关键人物ꎬ 他倡导建立宗族共有财产ꎬ 例如祠堂和祭祀用地ꎬ 并致力于在与其仕途相关的书院

传授其思想ꎮ 福建南平的考亭书院成为朱熹最具影响力的弟子云集中心ꎮ 此外ꎬ 在特定时期ꎬ 例如

淳熙六年(１１７９ 年)和绍熙五年(１１９４ 年)ꎬ 朱熹分别在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率先推行了重大的教育

改革ꎮ 由于邻近这些书院的地区更可能保留浓厚的宗族传统ꎬ 这一空间邻近性可有效解释宗族强度

的地区差异ꎬ 且不太可能直接影响企业创新行为ꎬ 因而符合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ꎮ
为检验工具变量设定的有效性与回归结果的稳健性ꎬ 本文进行了多项统计检验ꎮ 首先ꎬ 第一阶

段回归中排除性 Ｆ 检验显示ꎬ 工具变量并非弱工具变量(Ｃｌａｎ: Ｆ ＝ ５１２􀆰 ３７ꎬ ｐ<０􀆰 ００１ꎻ Ｃｌａｎ２: Ｆ ＝
５３７􀆰 ７３ꎬ ｐ<０􀆰 ００１)ꎮ 其次ꎬ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检验表明模型不存在识别问题( χ２ ＝ １７９􀆰 ３３ꎬ ｐ<
０􀆰 ００１)ꎮ 基于上述工具变量回归ꎬ 表 ６ 展示了模型 １ 与模型 ２ 的第一阶段结果及模型 ３ 的第二阶段

２ＳＬＳ 估计ꎮ 结果显示ꎬ 企业距离朱熹传播宗族理念的书院越近ꎬ 所在地宗族文化强度越高ꎬ 工具变

量显著有效ꎮ 在引入强外生工具变量后ꎬ 地区宗族强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依旧呈现倒 Ｕ 形关系

(β１ ＝ ０􀆰 ３７１ꎬ ｐ ＝ ０􀆰 ０３７ꎻ β２ ＝ － ０􀆰 ０５０ꎬ ｐ ＝ ０􀆰 ０３９)ꎬ 转折点为 ３􀆰 ７２４ꎬ Ｕ 检验亦显著( ｔ ＝ ２􀆰 ００ꎬ ｐ ＝
０􀆰 ０２３)ꎬ 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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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Ｃｌａｎ Ｃｌａｎ２ ＲＤ

Ｃｌａｎ ０􀆰 ３７１∗∗

(０􀆰 １７８)
Ｃｌａｎ２ －０􀆰 ０５０∗∗

(０􀆰 ０２４)
Ｄｉｓ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４３∗∗∗

(０􀆰 ００３)
Ｄｉｓｔ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 ００１∗∗∗

(０􀆰 ４６９)
９􀆰 ６２９∗∗∗

(３􀆰 ６３３)
－０􀆰 ８０６
(０􀆰 ９１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９５８ ６９５８ ６９５８

Ａｄｊ Ｒ２ ０􀆰 ５３４ ０􀆰 ４７０ ０􀆰 ２６３
Ｆ ２１００􀆰 ９８∗∗∗ １９４３􀆰 ５１∗∗∗ １０６􀆰 １５∗∗∗

３􀆰 ８　 进一步分析

３􀆰 ８􀆰 １　 地区宗族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为进一步检验地区宗族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ꎬ 本文进一步从创新产出、 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

三方面进行分析ꎮ 首先ꎬ 把因变量替换为以下四类指标: (１)专利申请产出(Ｐａｔｅｎｔ): 发明、 实用新

型与外观设计三类总申请量加一的自然对数ꎻ (２)专利授权产出(Ｐａｔｅｎｔ＿Ａｗａｒｄ): 三类总授权量加一

的自然对数ꎻ (３)创新效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以每单位研发投入的专利申请量衡量ꎻ (４)创新质量(Ｐａ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以当年专利的某类 ＩＰＣ 号数量在其所有 ＩＰＣ 号中所占比重计算赫芬达尔指数ꎬ 并以 １
减去该赫芬达尔指数衡量单项专利的知识宽度ꎬ 再按照中位数加总到企业层面ꎮ 指标数值越大ꎬ 表

明企业的技术领域分布越分散ꎬ 创新边界变得越宽ꎮ 在控制既有协变量与固定效应并按城市聚类稳

健标准误估计后ꎬ 四类因变量与地区宗族强度的关系呈显著倒 Ｕ 形ꎮ
表 ７ 的结果说明ꎬ 在地区宗族强度适中阶段ꎬ 宗族网络通过资源补充有利于促进专利的申请量

和获取产出ꎬ 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改善ꎬ 并且企业也有更多的资源进行创新边界的扩展ꎻ 当嵌入程

度越过转折点后ꎬ 认知闭合与路径依赖上升ꎬ 知识组合扩展的意愿开始下降ꎬ 创新边际效率降低ꎬ
从而使产出回落ꎮ 整体结果与本文提出的“社会资本积累”与“结构性认知制约”双重逻辑高度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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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宗族强度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Ｐａｔｅｎｔ Ｐａｔｅｎｔ＿Ａｗａｒ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Ｐａ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ｌａｎ ０􀆰 ２３４∗ ０􀆰 ２１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７６∗∗

(０􀆰 １２６) (０􀆰 １２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４)

Ｃｌａｎ２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３􀆰 ７２３∗∗∗ －１２􀆰 ９９４∗∗∗ －０􀆰 ５６８∗∗∗ －０􀆰 ９１０∗∗∗

(１􀆰 ２４７) (１􀆰 ２１０) (０􀆰 ０７０) (０􀆰 ３０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９５８ ６９５８ ６５３６ ５４４９

Ａｄｊ Ｒ２ ０􀆰 ３６４ ０􀆰 ３８５ ０􀆰 ２８７ ０􀆰 １０５

３􀆰 ８􀆰 ２　 宗族嵌入的关系集中与地理锁定效应

在适度文化嵌入阶段ꎬ 传统宗族社会中的短半径信任、 资源聚集机制、 互惠与忠诚规范的认知

和情感特点ꎬ 可以通过内群体网络提供正式制度缺位下的资源补充ꎮ 但随着文化嵌入强度的上升ꎬ
相关认知和行为逻辑会逐渐固化ꎬ 从而更容易诱发认知锁定、 网络封闭和路径依赖ꎮ 为检验宗族嵌

入的具体影响机制ꎬ 本文采用三类关系性指标与一类地理外延指标进行验证: 其一ꎬ 资本类关联交

易强度(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ꎬ 刻画企业在内部 /熟人网络中的资本性资金与交易安排ꎻ 其二ꎬ 客户集中度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与采购集中度(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反映企业供应链关系是否集中于少

数关键对象ꎻ 其三ꎬ 异地子公司数量(Ｃｒｏｓｓｉｎｖｅｓｔ)ꎬ 衡量企业跨区域网络的外延布局与地理多样化ꎮ
各回归与主效应设定一致ꎬ 采用行业 /年份 /地区固定效应并按城市聚类稳健标准误ꎮ 表 ８ 的回归结

果表明: 地区宗族强度与资本类关联交易显著正相关ꎬ 同时与客户集中度、 采购集中度均呈显著正

相关ꎬ 而与异地子公司数量呈显著负相关ꎮ
上述证据表明ꎬ 随着地区宗族嵌入程度的增加ꎬ 企业更倾向于在宗族内部或熟人网络中进行资

金与交易安排ꎬ 供应链关系更加集中ꎮ 在这一阶段ꎬ 本地民营企业更多依赖基于身份认同和长期互

动的网络特征ꎬ 这种网络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封闭性ꎬ 使得企业能够更容易从内部网络获取资源、
信任等ꎮ 然而ꎬ 随着宗族嵌入的增强ꎬ 企业的外部弱连接减少ꎬ 跨区域设立子公司的意愿和能力下

降ꎬ 经营逐渐趋向本地化ꎬ 进一步缩小了外部搜索半径ꎬ 带来了地理锁定效应ꎮ 这种现象正是企业

认知和行为逻辑逐渐固化的体现ꎬ 进一步强化了资源的内循环和信息的同质化ꎬ 从而可能削弱企业

创新投入的意愿与能力ꎮ 该机制的证据与前述倒 Ｕ 形关系的结论相互印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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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宗族强度对关联交易、 供应链集中与异地投资的影响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ｒｏｓｓｉｎｖｅｓｔ

Ｃｌａｎ １􀆰 １１３∗∗ ０􀆰 ８７４∗ １􀆰 １５２∗∗ －０􀆰 ０７３∗∗∗

(０􀆰 ５３４) (０􀆰 ４４７) (０􀆰 ５６５) (０􀆰 ０２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７１􀆰 ８０８∗∗∗ ８６􀆰 ２８８∗∗∗ １５２􀆰 ９５２∗∗∗ －７􀆰 ９２０∗∗∗

(２０􀆰 ３２８) (１５􀆰 ０９０) (１８􀆰 ４９２) (０􀆰 ９１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９５８ ６７７４ ５９４７ ６９５８

Ａｄｊ Ｒ２ ０􀆰 １０９ ０􀆰 ２５４ ０􀆰 １６５ ０􀆰 ４０２

４􀆰 结论与讨论

４􀆰 １　 理论贡献

首先ꎬ 本文揭示了宗族文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区域异质性ꎬ 拓展了文化对企业战略行为的研究ꎮ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国家层面的区位分析ꎬ 忽略了区域内部的文化差异ꎬ 且普遍将文化视为对企业创

新的单向激励因素ꎬ 较少关注其嵌入程度的差异性及由此引发的边际效应变化(Ｃｈｏ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ꎮ
因此要充分理解嵌入性ꎬ 需超越将其视为静态结构的单一视角ꎬ 而应关注嵌入性在不同层次的动态

变化(Ｗｉｇｒｅｎ￣Ｋｒｉｓｔｏｆｅｒｓ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本文以中国作为研究情境ꎬ 通过考察宗族文化在不同地理区

域的嵌入程度ꎬ 突破了国家文化“同质背景”的假设ꎬ 揭示了非正式制度逻辑如何在地方层面呈现出

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ꎮ 这一发现丰富了地方性文化逻辑对企业战略行为的研究ꎬ 也为文化嵌入性

在制度不完善环境下的动态适用提供了新视角ꎮ
其次ꎬ 本文提出“宗族嵌入”概念ꎬ 系统探讨了宗族文化嵌入对企业创新投入的非线性机制ꎬ 拓

展了文化逻辑在嵌入性理论中的解释力ꎮ 尽管已有关于结构与关系嵌入的研究揭示了网络联系如何

影响创新行为ꎬ 但对文化如何通过嵌入过程发挥作用的探讨仍显不足(Ｗｕ ａｎｄ Ｐｕｌｌｍａｎꎬ ２０１５ꎻ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ꎮ 本文发现ꎬ 宗族文化作为深度嵌入地方社会结构的非正式制度逻辑ꎬ 通过制度化的强关

系网络实现信任生成与资源动员ꎬ 并在不同嵌入程度下呈现“前期资源红利￣后期认知锁定”的倒 Ｕ 形

机制ꎮ 一方面ꎬ 宗族蕴含的信任、 互惠与身份认同降低不确定性ꎬ 有利于创新投入ꎻ 另一方面ꎬ 过

度嵌入则加剧认知固化ꎬ 导致路径依赖ꎬ 抑制新知识获取ꎮ 本文的发现不仅呼应了文化￣网络相互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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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理论命题(Ｐａｃｈｕｃｋｉ ａｎｄ Ｂｒｅｉｇｅｒꎬ ２０１０)ꎬ 也深化了对文化逻辑在不同嵌入程度下可能引发边际效

应变化的理解ꎮ
最后ꎬ 本文进一步引入多元网络和多维嵌入视角ꎬ 揭示文化嵌入与不同类型网络结构之间的交

互机制ꎬ 弥补了现有研究对文化嵌入如何在不同网络结构中被激活与调动的不足(Ｗｕ ａｎｄ Ｐｕｌｌｍａｎꎬ
２０１５)ꎮ 通过引入政府补贴与董事网络接近中心度作为调节变量ꎬ 分别代表企业在正式制度网络与非

正式关系网络的嵌入程度ꎬ 研究发现二者均强化了宗族文化对创新投入的倒 Ｕ 形效应ꎮ 这一结果表

明ꎬ 文化逻辑并非孤立作用于单一网络ꎬ 而是在多元网络环境中被激活、 放大或削弱ꎬ 并与不同网

络结构形成交互影响ꎮ 本文据此提出ꎬ 文化与网络应被视为相互构成、 共同演化的动态系统ꎬ 不同

嵌入路径不仅决定文化逻辑的作用边界ꎬ 也塑造企业资源动员与创新行为的差异性ꎮ

４􀆰 ２　 实践意义

本研究揭示了宗族文化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倒 Ｕ 形关系ꎬ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ꎮ 首先ꎬ 本研

究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了路径启示ꎮ 宗族文化在适度条件下能够转化为促进企业协作与长期

主义发展的治理资源ꎬ 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独特价值与适应性ꎮ 适度的宗族嵌

入有助于增强企业内部信任、 优化资源分配并降低机会主义行为ꎬ 从而提升创新投入ꎮ 但当宗族嵌

入过高时ꎬ 则可能带来路径依赖与风险规避ꎬ 抑制企业创新活力ꎮ 因此ꎬ 企业在制定创新战略时应

因地制宜ꎬ 结合地方文化背景对治理机制进行制度调适ꎬ 推动企业治理现代化和多元化ꎮ 例如ꎬ 企

业可在保持宗族网络信任优势的基础上ꎬ 强化外部开放、 引入跨区域人才及异质性资源ꎬ 以减少信

息封闭和资源错配风险ꎮ
其次ꎬ 研究结果对地方政府制定差异化产业政策亦具有指导价值ꎮ 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ꎬ 政

府应充分考虑本地文化土壤ꎬ 通过引导企业引入现代管理机制(如独立董事制度、 外部监控和激励约

束机制)来激活其创新潜力ꎮ 此外ꎬ 政府还可通过精准配置产业扶持资金和政策资源ꎬ 避免“过度依

赖关系型资源”的非市场化倾向ꎮ 例如ꎬ 研发补贴应更多向技术突破性强、 开放度高的企业倾斜ꎬ 鼓

励企业加强跨区域、 跨行业的技术合作与市场化创新ꎮ

４􀆰 ３　 研究局限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在理论建构与实证识别方面做了一定探索ꎬ 但仍存在若干局限ꎬ 有待后续研究进一

步深化ꎮ 首先ꎬ 在宗族文化强度的测量方面ꎬ 尽管使用了具有外生性的历史性地理工具变量ꎬ 但这

一方式仍较为间接ꎬ 无法捕捉企业层面对宗族文化的实际嵌入程度ꎬ 未来研究可结合问卷、 文本挖

掘等微观数据进一步细化测量ꎮ 其次ꎬ 外部环境的异质性在本研究中考虑有限ꎬ 尽管引入了政府补

贴与董事网络作为调节变量ꎬ 但诸如产业类型、 市场结构、 制度压力等宏观背景因素的系统作用尚

待进一步拓展与整合ꎮ 最后ꎬ 本文的分析情境集中于中国这一制度高度同构但文化差异显著的国家ꎬ
未来研究可结合多层次、 多情境数据ꎬ 以更全面揭示宗族嵌入的作用机制及其情境依赖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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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Ｄｅｑｕｅｃｈꎬ 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ꎬ ２００３ꎬ ３７(２) .
[２４]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ꎬ 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８５ꎬ ９１(３) .
[２５] Ｇｒｅｉｆꎬ Ａ.ꎬ 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ꎬ Ｇ􀆰 Ｔｈｅ ｃｌ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４５(１) .
[２６] Ｈａａｎｓꎬ Ｒ􀆰 Ｆ.ꎬ Ｐｉｅｔｅｒｓꎬ Ｃ.ꎬ Ｈｅꎬ Ｚ􀆰 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Ｕ: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Ｕ￣ａｎｄ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

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７(７) .
[２７] Ｈｕａｎｇꎬ Ｌ.ꎬ Ｍａꎬ Ｍ.ꎬ Ｗａｎｇꎬ Ｘ􀆰 Ｃｌ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２２ꎬ ７２.
[２８] Ｌａｒｃｋｅｒꎬ Ｄ􀆰 Ｆ.ꎬ Ｓｏꎬ Ｅ􀆰 Ｃ.ꎬ Ｗａｎｇꎬ Ｃ􀆰 Ｃ􀆰 Ｂｏａｒｄｒｏｏｍ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１３ꎬ ５５(２￣３) .
[２９] Ｌｉꎬ Ｃ.ꎬ Ｗａｎｇꎬ Ｃ.ꎬ Ｘｕｅꎬ Ｃ􀆰 Ｃｌ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 . Ｐａｃｉｆｉｃ￣Ｂａｓ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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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Ｍａｔｅｕｔꎬ Ｓ􀆰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Ｊ] .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５０(１) .
[３１] Ｍｉｎｂａｅｖａꎬ Ｄ.ꎬ Ｌｅｄｅｎｅｖａꎬ Ａ.ꎬ Ｍｕｒａｔｂｅｋｏｖａ￣Ｔｏｕｒｏｎꎬ Ｍ.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２２ꎬ ４８(３) .
[３２] Ｐａｃｈｕｃｋｉꎬ Ｍ􀆰 Ａ.ꎬ Ｂｒｅｉｇｅｒꎬ Ｒ􀆰 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ｏｌｅ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Ｊ]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６(１) .
[３３] Ｐｅｎｇꎬ Ｙ􀆰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４ꎬ １０９(５) .
[３４] Ｐｏｈｌａｎｙｉꎬ Ｋ􀆰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 . 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４４.
[３５] Ｓｈｒｏｐｓｈｉｒｅꎬ Ｃ􀆰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ｂｏａｒｄ 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５(２) .
[３６] Ｔｉａｎꎬ Ｍ.ꎬ Ｄｅｎｇꎬ Ｐ.ꎬ Ｚｈａｎｇꎬ Ｙ.ꎬ ｅｔ ａｌ􀆰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Ｊ]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ꎬ ２０１８ꎬ ５６(５) .
[３７] Ｕｓａｉꎬ Ａ.ꎬ Ｆｉａｎｏꎬ Ｆ.ꎬ Ｍｅｓｓｅｎｉ Ｐｅｔｒｕｚｚｅｌｌｉꎬ Ａ.ꎬ ｅｔ ａｌ􀆰 Ｕｎｖｅｉ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ｎ ｆｉｒｍ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１ꎬ １３３(９) .
[３８] Ｕｚｚｉꎬ Ｂ􀆰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ｆｉｒ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１９９７ꎬ ４２(１) .
[３９] Ｖｉａｒｄｏｔꎬ Ｅ.ꎬ Ｂｒｅｍꎬ Ａ.ꎬ Ｎｙｌｕｎｄꎬ Ｐ􀆰 Ａ􀆰 Ｐｏｓｔ￣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ｖｉｅｗ[Ｊ]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２０２３ꎬ １９４(９) .
[４０] Ｗｉｇｒｅｎ￣Ｋｒｉｓｔｏｆｅｒｓｅｎꎬ Ｃ.ꎬ 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ꎬ Ｓ.ꎬ Ｂｒｕｎｄｉｎꎬ Ｅ.ꎬ ｅｔ 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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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ｙｎａｍｉｃꎬ ｐｒｏｃｅｓｓ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ｅ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Ｍ] .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ꎬ ２０１９.
[４１] Ｗｕꎬ Ｚ.ꎬ Ｐｕｌｌｍａｎꎬ Ｍ􀆰 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ｉ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７(１) .
[４２] Ｘｕꎬ Ｌ.ꎬ Ｙａｎｇꎬ Ｓ.ꎬ Ｌｉｕꎬ Ｙ.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ｅｓ: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ｏｎ ｎｅ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２３ꎬ ６６(６) .

[４３] Ｚｈａｎｇꎬ Ｃ􀆰 Ｃｌａｎｓꎬ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ꎬ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８(１) .

[４４] Ｚｈａｎｇꎬ Ｊ.ꎬ Ｇｕａｎꎬ Ｊ􀆰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３５(１０) .

[４５] Ｚｕｋｉｎꎬ Ｓ.ꎬ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ꎬ 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 . ＣＵＰ
Ａｒｃｈｉｖｅꎬ １９９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ｌ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Ｇｕｏ Ｍｉｎｒｕｉ　 Ｓｈｉ Ｙｉ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ꎬ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Ｗｕｈａｎꎬ ４３００７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ｅｐｌｙ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ꎬ ｃｌ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ａｔｔｅｍ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ｈｏｗ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ｅ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ａｋｅｎ ｂｙ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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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ｉｔｓ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ｔ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ｌ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ꎬ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ｉｎ￣ｇｒｏｕ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ｈｏｗ 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ｓｈｏｗ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ｆｉｒｍｓꎬ ｓｙｎｅｒｇｉｚ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ｉｎｇ ｉｔ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ｓｔａｇｅｓ􀆰 Ａｓ 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ꎬ ｂｏａｒ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ｄｉｌｕ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ꎬ ｗｈｉｌｅ ｉｔｓ 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ｌｏｃｋ￣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ｓｔｉｌｌ ｐｅｒｓｉｓ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ｌｅｖｅ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ｕｒ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ａｎｄ

３７

郭旻瑞ꎬ 等

宗族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ｈｏ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ｓｈａｐ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ｌ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ꎻ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ꎻ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ꎻ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
ｓｈａｐ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责任编辑: 路小静

４７

珞珈管理评论

２０２６ 年卷第 ２ 辑 (总第 ６５ 辑)


